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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乡镇与区域:
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

———反思清河调查与清河试验( 1928 － 1937)

侯俊丹

提要: 本文把对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的解读置于燕京学派学术传统中，

澄清早期学者对 19 世纪末转型期中的中国现代社会形态的判断和理解; 其
标志即传统型城市的腹地农村发育出的一个以农产品交易为核心的市镇社
会。在面临新的社会条件时，市镇社会内部的自然调节机制陷入了危机，在
自然调节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清河试验意图通过干预式调节来重振乡村经
济，并建构新型地方性精神。早期学者提出的“市场”和“乡镇共同体”理论
框架亦构成了日后社区研究的起点并开辟了多个研究脉络，构成燕京学派所
理解的有关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总体图景。

关键词: 早期燕京学派 市场 乡镇共同体 综合性区域经济设计

一、引言: 社会调查与社会重建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知识群体在历经现代国

家建制挫折后，以重返社会来创立制度的一场政治实践 ( 杨念群，

2009) 。而这一认识中国“社会”的行动，又是晚清民初传统经史学向

群学转变，进而催生出现代社会科学这一新知识谱系的思想结果 ( 杨

雅彬，2001; 姚纯安，2006 ) 。因而，无论是追问“民情”内涵的社会调

查，还是基于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新制度建设，都构成理解这场社会运动

的切入点; 对这两方面及其关系的探讨，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

论题。
近些年，学科史研究者在挖掘和整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文献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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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提出了从知识生产主体及其行动之间的关系入手，来整体理解这

场知识运动。进而言之，他们将社会调查视为新兴的社会行为和学术

活动的方式( 黄兴涛、夏明方，2008) ，并推动了三条分析进路: 第一，从

知识生产过程来描述社会调查材料的产生，而社会试验则表达了这种

知识生产的实用目的( 李金铮，2008 ) 。第二，以学术派别作为考察对

象，辨析不同知识生产主体之间在思想、方法和具体实践上的差别( 沈

洁，2008; 吕文浩，2009 ) 。第三，以某一学派为出发点，理清社会调查

方法在其建构社会学学科谱系中演变的过程，其中，燕京学派为社会学

中国化所贡献的典范价值成为学科史研究的焦点( 李章鹏，2008; 赵旭

东、齐钊，2012) 。这一分析路向也构成了本文研究的起点。
受吴文藻 1936 年发表的《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

文的影响，学者们通常将早期燕京学派主张的社会调查与后来的社区

研究区别对待( 阎明，2010; 李章鹏，2008; 齐钊，2013 ) ，这一作法固然

敏锐地捕捉到了燕京学派的方法论转型，却忽视了该学派中最早一批

中国学者在转化西洋学者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研究问题意识的奠基性工

作，尤其忽略了早期学者主导的区域社会学中蕴含的人文生态学方法，

而没能呈现“社会调查”向“社区研究”转型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至

今看到的对燕京学派调查材料的解读，或者被僵硬地套在“社会调查”
与“社区研究”两个分类体系中 ( 朱浒、赵丽，2006; 李怡婷、赵旭东，

2006) ，或是彻底变为重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的史料 ( 赵丽，2004 ) ，

因而也就谈不上整体把握这一学派将“理论、方法与服务”并重的学术

特质。
对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梳理，正是对上述研

究盲点的补充和修正。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第一批中国学

者，清河调查和试验不仅反映了他们对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

主张，同时也是他们在燕京大学的专业学科所构成的学术生态体系基

础上，以地方社会为本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本文

将分两部分对此展开论述: 第一，将“清河调查”的知识生产历史置于

燕京大学学术生态环境中进行总体考察，澄清其研究方法的学理来源

及专业化参与的总体格局; 第二，对“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调查的

解读，揭示早期区域社会学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解，特别是那些具

体措施背后的制度设计框架及其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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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河调查与燕京学派

1928 年秋至 1929 年 6 月，燕大社会学系在杨开道的主持下，由张

光录、余协中、万树庸等人参与完成了距燕大九里之遥的清河镇调查。
目前学科史研究分析清河调查所依据的文本主要为这次调查的报告，

以及后来由黄迪整理并于 1938 年发表的清河村镇社区调查。事实上，

如果梳理 1928 － 1937 年间有关清河及其周边地区的调查资料就会发

现，上述两个文本并不能构成清河调查的全貌，这近十年间的调查资料

才构成后来黄迪分析的基础( 黄迪，2009: 31) 。
据笔者整理，这一调查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 1) 1928 年杨开

道主持的清河镇概况调查; ( 2) 1932 － 1935 年间，万树庸的黄土北店村

调查、蒋旨昂的卢家村调查，试验区研究部对毗邻清河镇的昌平县调

查，以及张折桂、邱雪峨对清河镇礼俗的调查和刘志博对北平( 包括成

府村) 的印子钱调查。由此可见，清河调查是燕大社会学系以清河镇

为中心进行的长时段区域性系统调查。
从调查参与人员看，在清河调查早期阶段，除许仕廉、杨开道等燕

大社会学系早期中国学者外，还包括步济时这类创系时期的教会学者

( 黄迪，2009: 69 ) 。若向前追溯，对清河镇所属的北平城郊地区的关

注，早在燕大社会学系聘请第一批中国教员时便已开始，1926 年李景

汉带领燕大学生对平郊村镇地区的调查包括了挂甲屯、黑山扈、马连洼

等地; 当 1933 年李氏调入清华后，清华社会学系学生李树青、陈聚科等

人在 1934 － 1935 年间在北郊进行的地权、借贷调查也涉及清河试验区

所划定的前后八家、东北旺、回龙观、唐家岭等地。
清河调查实施的过程除反映了早期燕大社会学系内部知识群体的

活动外，也包括了燕大其他社会科学专业的参与，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1929 年戴乐仁本人及其指导的经济学系学生对清河集市的研究( Li ＆
Tayler，1933: 120; 王贺宸，1936) ; 这一学科间合作在 1935 年杨开道转

任燕大法学院院长后得到了加强，彼时杨氏把燕大社会、政治、经济三

系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 李守经、邱泽奇，1989: 337 － 338 ) ，清河试验

区成为重要研究基地，对清河经济系统的调查后来也构成黄迪写作中

有关粮食交易系统描述的重要来源。
由此可见，清河调查是燕大社会学系乃至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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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的结果，而清河试验亦是燕大社会学系在这一历史时段中基

于不断累积的对社会事实的观察，融合多学科专业而推进的综合性社

会改良实践。因此，如何理解清河调查不同研究阶段的学理和方法探

索，便构成理解早期燕京学派学术谱系的入手点。
仔细辨析的话，吴文藻所批评的燕大社会学系在他之前采取的

“社会调查”方法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经历了由传统调查向吸收人文生

态学中有关生态组织化分析方式的艰难探索。这一方法范式的转化，

也与早期中国社会学者反思西洋教会学者有关中国现代社会起点的问

题意识息息相关。
作为燕京学派社会调查的开创者，甘博和步济时的北京调查典型

代表了传统调查的特点，即将对现代社会道德秩序的考察落实在对人

口、群体、组织和社区单元的观察上( 田耕，2017) ，值得注意的是，甘博

等人将这一针对西方城市的描述方法引进到对东方社会的分析时，提

出了一个有关中国现代社会起点的问题: 东方城市转向现代城市的可

能性及潜在形态是什么。甘博之所以将北京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较

之其他开放口岸城市，北京没有受到过多外来西方因素的干扰，因此，

这一典型的传统帝制的皇城在辛亥民主革命后能否运化出现代因子，

既是社会调查也是现代社会道德改造的命题( 甘博，2010: 1 － 2) 。
继甘博和步济时之后，李景汉也没有跳出上述判断，李氏的研究将

转型期中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起点仍然落实在“城市”社区单元上。其

不同之处在于对城市社区单元的描述由城市延伸到了城市腹地。李景

汉对平郊家庭手工业发展的调查，其目的在于测量城市中的工商业因

素的辐射范围和影响程度( 李景汉，2005: 464) 。
真正扭转这一判断的是杨开道。在 1928 年秋撰写的《农村社会

学》中，吉勒特( J． M． Gillette) 有关农村起源的社会类型分析，以及麦

基弗( R． M． Maclver) 的共同体学说为杨氏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起

点的新范式: 农村社会的变迁触发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而农村社会学的

研究任务在于揭示这一变迁的标志———市镇社会。所谓市镇社会有两

点含义: 第一，乡村中出现了围绕农产品生产和交换而形成的市场体

系，以及以市场为核心形成的多个村落中心的联合，正是市场化的区域

经济体奠定了工业化城市的基础( 杨开道，1929b: 17 － 18) 。这就意味

着，在杨开道这里，甘博所描述的以政治和日用消费为目的的商业系统

构成的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型城市并不具备引动现代转型的基础，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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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动力要在农村社会中寻找，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清

河调查在 1928 年将乡村市场市镇( rural market town) 置于分析首位的

理论前提( Hsu ＆ Young，1930: 3 ) 。第二，除具备市场体系外，市镇社

会还应该是一个具有现代组织化基础的地方共同体。它表现为以地方

性( locality) 观念为核心的精神交感生活，在职业分工基础上实现以共

同事业为目标的组织行动，简言之，它是由作为职业阶层的农民、土地

和自治权共同构成的主权共同体 ( 杨开道，1929b: 8 － 9 ) 。在杨氏看

来，自然的传统村落和集镇并不能完全实现上述功能，这种新型地方性

精神应在村落和市镇共同构成的社会总体中确立，并以后者为中心，为

此他又将之定义为乡镇共同体 ( rurban community) ( 杨开道，1929a) 。
清河试验正是这一乡镇共同体的创造: 通过巩固自耕农土地、培养能够

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农民阶层，来实现超越既定行政治理空间的区域分

权，奠定基层民主的民情基础。
可见，杨开道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理解不仅有着与他之前的教

会学者一致的对现代社会规范的关注，同时也回应着清末民初地方自

治改革以来有关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地方社会边界及其在政治总体结

构中的位置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杨开道，1929a) 。他指出，在农村向

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应与市场系统、由市场勾连起来的乡村—
城市连续体以及国家治理取得协调一致。进而言之，农村社会的发展

应能够发挥其为社会政治总体贡献财富的能力。反过来，农村共同体

也要在社会政治总体中获得公平的资源分配。这一点杨氏受贝力( L．
H． Bailey) 和他本人的导师白德菲( Kenyon． L． Butterfield) 影响甚深。①

从调查方法上来看，清河调查的分析思路充分反映了上述理念。
在考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问题上，此一时期的农村区域社会研究方法

蕴含了早期人文生态学传统( Lobao ＆ Meyer，2001) ，通过呈现时间和

过程中的组织来刻画社会过程( social process) ，并且，这一组织形态是

在落实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上的有机生态体系关系上展开的，其典型描

述即市场组织中的需求和交换以交通线路所限定的交易距离为界限;

另一方面，人口和流动性是反映农村社会城市化的重要指标。具体在

791

论 文 市场、乡镇与区域: 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

① 贝力认为农村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农业区域的能力和农业财源 ( 见杨开道，1930: 8 ) 。
1921 － 1922年白德菲受邀来华并参访燕大，严景珊( 1931) 曾专门撰文介绍其市场经济学

和农业经济学，其主旨在于平衡副业、平衡城乡地位、激励地方自给。



清河镇调查中，即用定量方法计量家户人口规模、商业人口在总人口中

的比重以及移民群体的分布。此外，对农村社会内部资源分配的考察

十分重视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包括土地等自然因素、市场、度量衡、货
币构成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组织等( 杨开道，1929b: 58 － 60) 。这一点

在黄土北店和卢家村调查中对土地租佃形态、农村金融制度、农户参与

市场活动等的侧重上有集中体现。
1932 年派克的来访也为早期燕京学派的社会调查注入了新的思

路，尤其在把握农村社会的城市化变迁机制上，早期学者针对区域人口

的描述提出了新的反思，除沿用上述人口分布统计方法外，开始重视通

过职业分工体系来反映人口流动性。在《介绍派克教授》一文中，许仕

廉( 1933) 检讨了单从人口分布、移民和密度的角度呈现社会变迁的不

足。他提出，对区域生态系统动态的揭示，必须落实到人口和制度在时

空布置上的各种类型，而派克强调的职业分工组织的描述是一个重要

切口，它可以弥补人口学平面化分析的缺憾。可见，此时燕京学派的社

会调查开始有意识地吸收派克所开创的生态组织化研究传统 ( 田耕，

2016) ; 为此，自 1934 年起，燕大社会学系以清河镇为中心，在整个市镇

社会内部，对农业生产区、城区和近城区全面展开散点式调查工作; 在

分析农村社会经由市场交换而趋向城市化的运动过程时，注重通过农

村职业分工体系来加以描述。
这一时期调查方法上的另一转变表现在对农村社会各类组织和制

度的分析，不再被当作因具有不同功能而相互配合的结构要素，依据其

制度性功能而被归类，如将商会、青苗会、农会等划归到经济组织类别

中的做法( 许仕廉，2009: 6 － 7) ，而是开始注重制度间相互关系而形成

的社会机制，特别是某一组织和制度与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

外部条件对组织自身的刺激; 并有意识地通过个案和口述史方法来进

行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要调整也与杨开道本人对韦伯夫妇的社会

研究方法的反思有关。①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调查方法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早期燕京学派

关注农村社会的初衷，也就是关注当市镇社会形成后，这一现代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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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开道( 1934b) 认为韦伯夫妇研究方法的启发在于，“挑选社会制度的一种，社会组织的

一种……去认识他的构造，他的功能，和外界的关系和反应”。个案和口述史方法可见杨

开道指导的蒋旨昂论文中对卢家村政治关系的调查，以及他与张鸿钧指导的刘志博论文

中对放印人的分析。



资源和利益的社会分配施加的影响。因此，市场经济制度自 1928 年起

一直是清河调查关注的核心，市场如何作用于农村社会的自然形势，其

他社会政治因素又如何构成外部力量作用于市场或其他社会组织，进

而影响城乡之间资源和利益分配。这些调查事实的积累最终为清河试

验推动区域经济体建设提供了依据。
接下来，通过重新解读清河调查文本，本文将呈现早期燕京学派对

农村社会变迁及其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契机的描述和判断。这

一论述分两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呈现传统村镇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即由

乡镇市场构成的市镇社会的出现; 第二部分描述市镇社会内部的自然

调剂机制及其危机。在面对农村社会本有的自然调节能力不足的情况

下，干预式经济调节成为激活农村社会自给能力、建构新型农村地方共

同体的必要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清河试验区研究部在杨开道的带领下对清河

市集的集中调查在 1931 － 1932 年间便已着手进行( 燕京大学社会学

系，1933) ，但这部分调查材料未能保存下来，因此，本文只能结合 1929
年戴乐仁和李颖的清河市集调查以及 1935 年经济系学生郑宝沪的清

河市集研究来进行说明，因为这两个文本在写作上与清河镇调查多有

交叉和延伸。①

三、市场的发育与市镇社会

调查对清河镇历史的追溯显示，在清代，清河镇是因本裕仓设立而

形成的仓场村镇。彼时镇上不少人是为漕粮入仓提供服务的工役，围

绕清河镇的则是依靠漕粮供应的旗营和旗庄( Hsu ＆ Young，1930: 9 －
10; 郑宝沪，1937: 12 － 13) 。可见，北京周边传统村镇的最初功能是为

皇城或宫廷行苑的卫戍、皇室宗亲的消遣提供劳役。这一点也可以从

其他村庄调查的历史描述中得到佐证。比如黄土北店村的形成缘于明

代皇帝至十三陵扫墓 途中为休憩而兴建的行宫 ( 回龙宫) ( 万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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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乐仁和郑宝沪的研究都引用过清河镇调查对市镇历史的描述( 见 Li ＆ Tayler，1933:
120 － 121; 郑宝沪，1937: 5 － 22) 。戴氏的调查侧重描述以河北省为代表的华北市场结

构，而郑氏的调查则在这一市场结构框架下具体描述了清河市集作为本地市场的组织结

构。



2005: 84 －85) ; 而挂甲屯则起于康熙四十八年圆明园建成之后，园中的当

差人在该地落户，后由于卫戍圆明园、颐和园的八旗营房建成，村里多是

为服务营房中的旗人而当差( 李景汉，2005: 466 － 467) 。可以说这两个

地区在帝制国家时期都是典型的为满足宫廷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村镇。
从 19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这种传统村镇的性质发生了蜕变。清河

镇位于京师通往西北绥远和库伦的驿道上，自光绪中叶开始，逐步变为

西北、京郊腹地与北平城之间的粮食交易中转中心。20 世纪初，随着周

边旗营改建为新式军事设施和学堂，军需供应极大刺激了清河镇粮市

交易的繁荣。围绕农产品和日用品之间的交换也使北平城、清河镇及

其周边农村之间形成了商品分配格局( Hsu ＆ Young，1930: 10 － 11) 。
市场的出现将清河镇与其周边农村纳入同一个经济场域，并由此

形成了地理边界分明的贸易区域，其范围包括: 清河镇西北十里至沙河

和后厂; 东北六里至平西府; 清河镇以南至西直门。其中，清河镇以北

既是杂粮生产区，也是粮食市场的收集区; 而清河镇以南由于耕地较

少，且散布着旗庄的坟地，导致农业生产不足，农民要到清河集市上买

粮，因此南部成为农作物的分配区。此外，这一区域范围内还存在着两

类商品交流地带，其一为日用品( 如油、盐、酱油等) 分配，由毗邻清河镇

的村中小商店构成一个环形区域; 其二为贵重物品( 如农具、衣料、化妆

品) 分配，其范围与粮食收集区重叠( Hsu ＆ Young，1930: 16 －18) 。
从清河镇平均家户人口数量看，依经济关系计 4. 9 口，依血缘和姻

缘关系计 4. 8 口，说明宗族势力已衰落。从人口职业结构看，清河镇的

商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 25% ( 613: 2437 ) ，从男性群体结构上看，更

接近城市移民群体。清河镇的商业多由外来人口控制，商业组织多不

采取家庭经营单位，而是采用雇用制，其中，粮店雇工人口占所有商店

雇工人口总数的 22. 9% ( 许仕廉，2009: 2 － 3) 。
上述对市场单元和人口分布的描述构成了早期燕京学派对中国近

代社会转型的判断，即原来村镇与皇城的联结不再遵照提供依附性劳

役服务的原则，①而是通过乡村的农业生产所参与的市场交换; 村和镇

构成的乡镇区域其本质是市场共同体，它是在传统皇城的腹地因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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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庚子之乱后，维系传统帝制的身份依附体系逐步瓦解，其原因在于皇权制下的食利阶

层———旗人失去了供养，他们外迁后遗留下来的地产吸引着京郊本地和外省的移民( 参

见李景汉，2005: 467 － 468) 。



品商品化而出现的新型社会形态。
农村人口在乡—镇—城三者之间的流动不仅是城市化运动的标

志，也是农村社会的区域生态实现动态平衡的表现: 职业分工一方面反

映了农业生产系统内部土地资源分配的紧张，另一方面这一结构压力

也通过市场交换得到释放，使劳动力与资本供求间达到平衡。
从清河镇北部的农业生产区来看，农业人口中以自耕农、半自耕农

为主体。黄土北店村调查的 925 名农业人口中，自耕农占到 62. 02%，

佃农 26. 45%，自耕与租佃兼有者占 8. 62%，雇农更少，只占 2. 9% ( 万

树庸，2005: 81) ; 卢家村情况类似，被调查的 51 家中，92. 7%家为农户，

其中 7 家是中小地主，其主体也是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其中自耕农占农

户总量 70. 3%，半自耕农占 29. 7% ( 蒋旨昂，1934: 71) 。
对农户来说，参与城乡之间的市场交换是补充单纯农业生产的必

要途径; 原因有二: 第一，上述市场供需分配表明农民的生产资料、资本

以及日用品只能通过农产品交换获得。对于租地的半自耕农和佃户来

说，通过粮食交易换取生产资本更为重要。这缘于该地区的租佃形式

多采取钱租，且钱租习惯上先缴后种，因为先缴租价更便宜( 蒋旨昂，

1934: 103; 李树青，1934a) ，因此能否通过农产品市场交易换取货币，是

农民投入再生产的关键。第二，从人均耕地占有量看，单纯的农业生产

不能维持农村生计，需要通过商业服务和劳役输出来补充收益。北部

农产区平均每家耕地在 21 － 26 亩之间，且耕地分配极不均匀。以典型

的卢家村为例: 占全村地亩半数( 共 9 顷) 的是阎姓汉军旗本家和他的

亲戚，但这样的大地主迁居北平，不事生产，通过出租土地和放贷与本

村发生经济联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自有耕地平均每家 24. 2 亩，人均

5 亩，计入租地则每家 31. 9 亩，每口 6. 6 亩。20 亩以下的占 57%家，而

地只有 23. 2%，有 35 亩以上的人口少，而土地反多，25% 的人口占

53. 5%的地。租农人均地亩数 21. 3 亩，与自耕农相差不多。从耕地形

态来看，仅有的少数耕地常“分散村之四方”，“耕地本小，又分成许多

小块”，形成“有地必种，每种必杂”，无法量产的生产方式。因此，即便

是在卢家村这样的大村，人地矛盾导致农业生产不足，也迫使一部分人

外出谋生，在 28 名流出人口中，主体为 20 － 40 岁的青壮年男性劳动

力，其中 78. 6%流向北平城( 蒋旨昂，1934: 33、72 － 76) 。
从职业人口来看，能够补充农业生产收益的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在

清河地区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并不高，因此其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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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比如黄土北店村，在其附近清河制呢厂工作的工人占职业人口

总量的 1. 17%，家庭手工业也以食品加工或提供劳役服务为主，如开

粉房、制作豆腐丝、瓦工、木工等行业( 万树庸，2005: 82) ; 对比来看，即

便是编席这类家庭手工业生产较为兴盛的挂甲屯，从业人口比例也只

有 15. 6% ( 李景汉，2005: 476 － 477) 。事实上，职业分工呈现了农村副

业有两种形态，一类是为农村社会内部的日常和礼仪性消费生产，比如

黄土南、北店的豆腐丝销售范围包括回龙观、二拔子、马连店; 卢家村最

主要的村内副业是为红白喜事和商业礼仪服务的搭棚业，从业人数占

职业人口总数的 26. 9% ; 另一类农村副业是为城镇提供奢侈品和日常

消费品生产、商业性服务、苦力及行政劳役等，如卢家村村民在外从业

最多的是首饰行，其余有进入饽饽铺、药铺、棚铺、鞋店、书店等( 蒋旨

昂，1934: 86 － 88) 。此外，前八家和挂甲屯职业人口调查更全面反映

了近城区农村副业，还包括拉洋车、泥水小工、听差、商铺学徒及行政军

政办事员等( 李景汉，2005: 477; 陈聚科等，1935) 。
上述事实意味着，一方面乡镇市场的出现表明传统农村社会已不

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另一方面在手工业和现代工业都不发

达的条件下，位于城市腹地的农村依然充分依赖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型

城市遗留下来的经济系统，也就是为一个消费城市提供粮食和劳役供

养。清河的市镇社会所面临的外部区域环境，是甘博在 1919 年调查中

所描述的那个北京城———它“是一个政治中心，而不是商业或工业中

心”( 甘博，2010: 164 ) 。换言之，清河调查呈现的区域经济总体图景，

是一个城—镇—乡之间必须彼此倚赖，不断流动和交换的贸易单元。
当传统社会依附关系逐步解体后，旧城市对消费和劳役的需求放开，也

为农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机会，正如杨开道( 1929b: 57) 所理解

的那样，这是一个自然运动，是一个区域生态系统内部人工供求相调的

现象; 反过来说，腹地农村人口流向消费城市的数量越多，也就意味着

城市对农村供养的需求越强，农村社会和乡镇市场的财富供给能力直

接决定着这个区域经济总体的稳定。

四、市镇社会的自然调节危机

市镇社会应对现代社会转型依赖着一套传统组织方式: 集市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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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会。随着 1928 － 1929 年政区和地方行政改革，这套组织化机制逐步

瓦解。下面先来看集市组织。
集市的运行依赖有形结构和无形机制两个方面，前者指由交易场

所( 范围、中心) 、市集周期、市场主体构成的市场圈，后者指商业惯习

确保的交易规则。清河调查所关注的集市是以杂粮为主体的农产品交

易。首先来看有形市场的形态。它由三级市场构成: ( 1 ) 以清河镇以

北的青龙桥、平西府、肖家河和汤山为交易中心的村市; ( 2 ) 以清河镇

市集为主的地方市场; ( 3) 以北平城内西直门市为交易场所的中心批

发市场。这三个市场之间以集期为交错循环，以保证一个农历月周期

内，几乎每天都有开市的市集。除村市上的具体交易方式没有记录外，

无论清河市还是西直门市，买卖双方之间必得通过中间经纪人才可达

成交易，这类经纪人即牙行 ( 在清河镇被称为“斗局”) ( Li ＆ Tayler，
1933: 110、122 － 127、136 － 139; 郑宝沪，1937: 55 － 77) 。

其次，市场机制表现在交易关系和习惯上。作为交易枢纽，牙行履

行了市场信用担保职能。传统上由于度量衡标准不同，并缺乏统一的

商品质量分级体系，牙行对维护市场交易信用和市价稳定具有十分关

键的作用，例如: 说合交易，根据货品质量评定价格，成交后向买卖双方

收取牙佣作为服务费; 担保交易，登录交易结果，保证买卖双方各自钱

货的收付; 执掌本市集的度量衡等 ( Li ＆ Tayler，1933: 119; 张铁铮，

1937)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1928 年国家商业治理嵌入到市场组织结

构中，最终引发了清河地区的市场化危机。
在农民、粮商、斗局构成的市场组织中，斗局很容易通过抬高牙佣

制造交易成本，或操控价格垄断市场。但从 1929 年以前的市场情形

看，清河粮市的交易维持了一定的平衡。其原因在于，首先，粮商可以

通过集体寻价的方式来抑制斗局对粮价的垄断。1919 年，清河商会加

入北平陆陈行行会，商会的重要功能在于联络商情。当北平城内粮价

出现较大波动或清河镇粮市出现库存积压时，清河商会便会召开秘密

会议，就粮价达成协议，避免斗局操控市价 ( Li ＆ Tayler，1933: 127 ) 。
需要补充的是，粮商能对斗局形成支配是因为它是斗局重要的投资人

和担保人。1929 年以前，斗局向政府购买或竞争粮市专营权时，其出

资方多是资本雄厚的粮商，特别是当斗局资金周转不济时，可向各家粮

号挪借( 郑宝沪，1937: 130 － 131) 。
与粮商比起来，农民对斗局的依赖程度更高。由于买卖双方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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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极少发生，所以农民与某一个牙人固定交易的情况是普遍规则。
虽然农民作为交易主体处于被动地位，但传统交易惯习会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农民参与交易环节的成本，比如，因为议价不合交易无法实现

时，斗局会为农民贮存粮食到下一个集期，而不会让他扛着粮食转到当

日其他市集，也不会收取贮藏的保管费，因为通常两个集期距离的时间

很短; 如果一个农民在集市关闭后才赶到，他仍然可以找到某个牙人为

他单独安排交易。当粮商与斗局形成共谋而向农民转嫁牙税时，农民

会通过拒绝到市交易来抗议，而且也能取得成功，但这种情况极少出现

( Li ＆ Tayler，1933: 121 － 122) 。一般来说，农民的议价能力远不及粮

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由于缺乏贮藏设施，他必须赶在粮谷腐坏前把

它卖出去，而没法等到一个更好的价格。另外大收后的集期通常也是

农民为准备节庆用度，或缴纳钱租、契税，急需周转的时候。因此，农民

总是急于出售，宁可接受低价( Li ＆ Tayler，1933: 125; 黄迪，2009: 36) 。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1929 年之前，由于晚清以来对牙佣施行较低

的课税政策，清河粮市一直沿用着抽收“鸽粮”作为牙佣的地方习惯来

维持交易运行，使粮市交易成本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所谓“鸽

粮”，①其性质是交易双方为感谢牙人帮忙撮合生意而付出的酬谢，有

一种让利和人情价的含义。卖主和买主会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而付出

酬谢，形式有所区别: 作为卖主的农民出的是他更容易承担的粮谷，折

合价格只有粮价的 1%，如果交易量低于半石，他可以免付佣金; 作为

买家的粮商通常也是斗局的老主顾，购粮时则只须每石交付 3 枚铜钱。
斗局抽收鸽粮的方式是“吃洒合”:“如果牙佣较大，则往买家的口袋倒

粮时扣留一些，如果交易量较小，一般拿出一捧，或是倒粮时故意洒出

一些，以免让买家心理不平衡”( Li ＆ Tayler，1933: 117 ) 。但这一由自

然经济组织和交易习惯维持的市场平衡在 1929 年随着地方政治变革

而逐步被打破。
1928 年京兆政区改革后，清河市镇社会被分割为三个县级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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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很早的时候，牙税征收没有法律的规定，都是按着本地习惯而不同，清河从前斗局对

于买主的征税，是在卖粮完以后，剩下来不及一升的散粮，就算是斗局的收入，这种叫作

鸽粮……因为那时没有电话，斗局里养很多的鸽子，每天清晨派人到北平去打听行情，去

的时候带着鸽子，到了北平后( 多数是根据西直门的行情) 把行情用纸写好，交给鸽子，

先放鸽子回来，所以在集上得点散粮用来养鸽子，后来渐渐成为惯例，随后又改为凡不满

一升的粮食都算斗局的收入，后按每石打半升的鸽粮，其实所谓鸽粮就是斗局的收入”
( 郑宝沪，1937: 123 － 124) 。



北平北郊、河北省宛平县和昌平县。国民政府出台县组织办法后，在

村 /镇以上设立区级单位。清河镇由此以清河桥南北为界，划分出两个

由地方警局和保卫队构成的警区。镇南由北平北郊第一警区第九署负

责; 北部属河北省宛平县第五区，由宛平县政府号召建立了保卫团和四

个特别警局。从地方财政收入看，针对集市征收的牙税成为地方税收

的重要来源。1928 年清河地方财政收入中，各类牙税( 粮食、牲畜捐、
菜果税) 占总收入的 36. 5%，其中专门针对粮食交易的牙税占 35. 2%
( Hsu ＆ Young，1930: 106 － 108、116) 。

行政开支的压力也使地方商业治理出现了变化。1929 年《河北省

牙税暂行章程》出台，将传统的牙佣彻底变为一种交易税: 规定牙税向

买卖两方抽取，税额不得超过交易价的 3%，买卖双方负担比例为 2 ∶ 1，

并要求所征牙税按物价折成银元，不得以货抵货。
从地方施行实际情形看，清河粮市自此不再抽收鸽粮，一律改为现

金形式，牙佣原初的经济伦理含义取消了，交易关系逐渐失衡: 前述斗

局对粮商的依附关系使斗局不仅将增加的税负完全转嫁给了交易人，

并迫使卖家———农民负担了更重的比例，从而完全违背了牙税章程的

本意。按照章程规定，农民只需出三厘，但 1929 年七月起，清河斗局

“改收卖主现款，不论那一样粮食，每石抽收卖方铜元三十枚”; 此外，

归县政府收入的地方附加税也全部由农民负担( 郑宝沪，1937: 130) 。
另外，之所以农民的税负加重，也与斗局组织自身变化有关。作为

一种掌握市场专门知识的行业，传统上清河斗局只在三个姓氏的家户

内继承，较为稳定。1915 年施行经营权投标制后，清河斗行经理易主

频繁，加之两次直奉战争以及南口大战致使集市萧条，斗局经营变得极

为困难，不得不由商会代为经理，这一方面导致粮商代征牙佣的局面形

成，商会对斗局的支配权加大，另一方面也使斗局易主的可能性加大。
调查显示，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原来清代延续下来的主易伙易的斗局

组织变为主伙分离管理，换言之，斗局分为局内人员和集上的收牙人各

自独立的组织，在集上实际操牙的牙伙自成系统，不再容易受斗房经理

的控制( 郑宝沪，1937: 94 － 95) 。这就意味着，摊位上的牙伙实际上变

为了一种分包商，只要他们能完成包商( 斗局经理) 的定额，盈余利润

可以截留。
1933 年，河北省统一度量衡，改标准斗，比旧斗容量少三升，所以

粮价相应降低了一点，牙佣也相应降低，农民所付的牙税从每石抽二十

502

论 文 市场、乡镇与区域: 早期燕京学派的现代中国想象



枚铜元减到十二枚，地方附加税也改为八枚，但仍超过章程所规定的税

率。照章程规定，买主应付税率在改标准斗后为铜元十六枚，这笔税款

无法再由农民缴纳的牙税抵偿，牙税收入总体下降了，所以自 1934 年

七月后，清河斗局改向买主抽收税佣，按每石价格抽收一分，也超过了

章程上所规定的数额。从 1935 － 1937 年间清河粮食牙税的实际税率

与法定税率的差值比较中可见，在本地粮食交易中占大宗的杂粮品种

都被抽收了比法定税率更高的税额( 郑宝沪，1937: 127) 。
对乡镇市场来说，斗局与地方政府的媾和使其功能转变为支配市

场、抽取贸易资源的交易壁垒( 黄迪，2009: 50) 。牙佣货币化致使交易

成本增加，对区域经济容易造成两种不良后果: 第一，收益不足将导致

农民的生计，特别是对土地、粮种和生产工具的资本投入陷入资金周转

的困局; 第二，增加的交易税成本最终被转嫁给粮食的消费者，也就是

近城区和城区人口，也是以杂粮为主要饮食的贫民。区域经济内购买

力的普遍下降使我们在 1934 － 1935 年间的调查中看到，作为农民和城

郊居民融通资金以维持生产和生计的重要途径———高利贷资本在地方

社会中特别活跃。刘志博( 1935) 的调查显示，流行于北平贫民日常借

贷的印子钱，年利高达 257% －590%。这些借贷款多被用于购买必需

品( 食物、做衣、婚丧) ，投入生产( 牲畜、耕地) ，经商谋事以及补年歉、
治病、还债、交租等( 李树青，1934b)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放贷者多

为迁居或游荡在城市中的旗人，这意味着传统以土地和租佃联结的农

民与大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转变为不事生产的在城地主通过高利贷资

本对乡村的支配。①

市镇社会自然调节能力式微还表现为青苗会组织的衰落。庚子事

变前后，清河地区的村镇纷纷将清代的地保转化为组织严密的青苗会，

这是地方社会为应对动荡的政局而实行的政治性互助与自保。1928
年县级行政改革后，村镇一级设立的保卫团和乡公所实际上是青苗会

的变体，因为乡领袖还是原来青苗会中轮值的会首，保卫团的成员就是

青苗会的团丁; 因县政府政治效能低下，青苗会成为一种“雏形的地方

政府”( 黄迪，2009: 61、65 ) 。青苗会承担了保障地方秩序和乡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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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家村的放债人有两家旗人，一是红带子洪家，兄弟 3 人都一样放债，有时 5 分利。一是

汉军旗阎家，从城里本家以 1 分半利借来钱到村中放 3 分利( 蒋旨昂，1934: 108 － 109) 。
刘志博( 1934: 69 － 72) 描述的一个印子账口述案例中，放印人是曾在军阀王怀庆部任职

的赋闲军官，为谋生计，委托居孀的旗户老妪那氏( 满人) 放债。



事业诸多政治和宗教功能，其性质又是一种政教合一组织，其职能包括

维护农业生产治安的看青，公祭地方神( 关帝) ，管理公产( 庙宇、香火

地、坑地、义地、官井等) ，修造和维护公共建筑，支持村学教育，处理与

外村之间围绕地权产生的纠纷和诉讼，调停村内各家或邻里矛盾，当

然，其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应对外来的军事和行政摊派。因此，会首的

任职标准首重其是否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才干，可以带领一村乃至

联合几村，谨慎地渡过危机( 蒋旨昂，1934: 150 － 152; 黄迪，2009: 65) 。
20 世纪 30 年代起，随着军事征掠和行政摊派压力增大，青苗会的

财政结构出现危机，其所承担的政教职能也日渐颓败。一般来讲，除公

产固定收入外，青苗会岁入主要来源是农户在麦秋和大秋时缴纳的

“地钱”和“底钱”。“地钱”是根据青圈范围向农户收取的看青费，“底

钱”是谢秋时农民参加祭关公礼的斋饭钱，以及散户捐和村学学费等

零星收入。
作为北部最大的青苗会组织，黄土北店村青苗会 1931 － 1932 年的

支出中为应付军队征发与政府摊派的特别捐税达到 70% 有奇。在卢

家村，军需由 1932 年占总支出 22. 7%，到 1933 年跃居第一位，占到

55. 3%，其次为支付卢家村所属昌平县第七区警局的警款、区议会、公
事等的公安捐和行政捐，以及其他政治性杂项，1932 年占总支出的比

例为 17. 3%，1933 年虽下降到 12. 8%，但这一年的地方公共事务开支

也有所下降，其中建筑( 如寺庙) 一项为零，“不但没有盖新的，连旧的

都无一文修办”( 蒋旨昂，1934: 155 － 157 ) 。除公产设施失修，乡村公

共经济的紧迫还表现在青苗会所主持的公祭仪式日趋简单，村民无力

铺张祭祀，致使通过敬神之仪来凝聚乡村的宗教精神丧失。

五、清河试验: 综合性区域经济体设计

清河调查所揭示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意味着在社会条件变动

下，中国乡村单靠自身传统组织的自然演进已经走入死局; 农村破产并

不只是农户的贫穷，而是整个农村公共事业的凋敝，农村社会需要找到

新的调节性组织方式，而不是因袭传统的强制性行政支配才能恢复元

气，发挥其为城市工商业和国家政治总体提供基础资源和财税的能力。
恢复自给，实现城乡之间衡平性经济关系( 杨开道，1934a: 30 － 33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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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早期燕京学派通过清河试验摸索的挽救农村破产，推进中国社会现

代转型的中庸之道。
这种衡平性农村经济政策并不是破坏已有的小村庄和小农业，建

设联合的大农村，推广机械化农业，而是依据农村的自然社会条件，调

整其与土地、市场、资本、政府等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渐进改良激

活农村自生力并实现城乡间公平分配。它大致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划定农村区域社会单位。这一单位既不是自然村镇，也不是

县级行政制度中的“区”，而是清河调查所显示的市镇社会单位。之所

以不是自然村镇，是因为小农村单位中人力和资本有限，既不能保证充

足的农业生产，也不能实现公共性事业( 杨开道，1934a: 10) ; 而不能是

“区”级政区，则是因为行政分割破坏了农村社会本已发育出的由市场

确立的有机分工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清河试验经济建设的目标是

“乡镇共同体”这一中间阶层，是一个意图超越并改造国民政府县级行

政格局的社会单位; 清河试验区打破北平北郊、宛平县、昌平县三个政

区分界，将清河镇周边四十村纳入，其用意在此。
第二，通过调整土地分配、发展外销农业，恢复农村自给。杨开道

( 1934a: 38 － 39) 认为，农村土地分配应以劳动和意愿为标准，而不是

以对土地的占有为标准。更温和也更实际的改革之道是以“有条件占

有”为路径: 由政府居间，保留地主自用土地，或令其自行耕种，或为其

另谋职业，然后将剩余土地重新分配，以低息贷款转让佃户，并稳定公

平低廉的地价，使佃农、租农和半自耕农以原租金在较长时间内实现生

产性资本积累，偿还政府本利借款后完全耕者私有。
可见，杨开道提出的土地政策其根本用意是巩固以自耕农为主体

的小农业，从而达到维持农村社区和农业生产继替性的目的。清河试

验中的小额贷款和合作社推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评估显示，如

果以本地区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家户平均地亩数( 24 亩左右) 来对比

的话，清河试验最先实施的小额贷款的主要资助对象是无地的佃户

( 49% ) 和贫穷的小自耕农( 35. 28% ) ，后者中又以每家拥有 1 － 5 亩最

多，占全部借款人总数的 21. 56%，16 － 25 亩间的占 9. 8%，46 亩以上

的地主并不多，只占 1. 96% ( 李鸿钧，1934: 22 － 23) 。从贷款用途上，

又严格规定只限于投资于生产及购买生活必需品 ( 王贺宸，1936 ) ; 从

实际执行看，贷款的使用流向主要是租地种植( 29. 42% ) 和经营小买

卖( 43. 12% ) ( 李鸿钧，1934: 31) ，可见清河试验的经济建设步骤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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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小额贷款巩固农民和土地之间的联结，在此基础上扩充其经济机会，

之后再通过合作生产组织扩大生产单位，而这种组织以具备了一定经

济能力的自耕农为主体。卢家村合作社反映了这一点，17 家社员( 占

全村家数的 30% ) 中，除了两家无地外，共有 365 亩自有地，占全村自

有地的 45. 6%，每家平均 21. 4 亩。因此这个合作社不是极贫户的组

织，因为从平均地亩数来看，只比全村地主每家平均低 2. 8 亩，而且其

中超过 35 亩之家所拥有的自耕地在全村比例也不高，所以这种合作社

是为一般农民的组织( 蒋旨昂，1934: 110) 。
其次，清河试验所走的外销型农业模式是通过融通农村金融资本，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组织贩卖合作，提高农民参与城乡市场竞争能力的

综合性区域经济设计( 杨开道，1947) 。这种模式一方面为突破传统市

场的贸易壁垒，通过组织运销合作社将农产区和城区消费市场直接联

系起来，利用机械技术为农民创造议价空间并降低运销成本; 另一方面

则在于调整城市消费者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城市消费来改善并

刺激农业贸易的消费品味。如确立以推动欠发达的农村手工业生产和

经济作物种植业为目标的生产体系，来补充单以粮谷种植的生产结构

的不足( 邱淑贤，1934: 13 － 14; 王贺宸，1936 ) 。最后，这一外销型农业

要保证投入农业再生产循环的资本畅通，让疲敝的农村经济从高利贷

资本的钳制中挣脱出来。但个体农民的信用太微弱，不足以吸引优质

金融资本流向农村，因而也就不能不忍受地方势力操控的重利盘剥，这

是清河调查呈现的事实。因此，为吸引城市商业和金融投资，农村社会

必须增强自身的信用体系，正因为这一点，在清河试验经济建设整体布

局中，农村信用合作被视为重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综合性区域经济设计并不单纯是为了增加农

民收益和平衡城乡之间资源分配; 毋宁说，它的根本用意仍然在于通过

结合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形式，巩固并改良地方性精神，将之灌注

于个体利益中。
首先，清河的生产合作抛弃了集约化、机械化联合农场模式，充分

利用华北农村传统中的农田水利合作这一生产习惯，来激发自耕农参

与农村社会地方事务的热忱。清河地区由于地下水位较高，随处可建

自流井，可以通过水利灌溉改善本地碱性土壤，试验区几经劝导，在东

小口合作社首先试办合作开发水田。这个合作社社员都是村中有 20
亩至 100 余亩的小地主，他们都不负债，都识字，有强烈的增加地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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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土地的需要，于是试验区贷款给东小口社购买碱地，成员合力开成稻

田，将每亩地产价值增加了近一倍，种上水稻后，其产值比原来种老玉

米多进款不止四倍，甚得地方欢迎并效仿，到 1936 年试验区内的水田

增加近 1000 亩( 王贺宸，1936; 杨骏昌，1935: 30 － 31) 。
其次，清河试验中的信用合作社之所以能够采取农民小额集资形

式( 杨骏昌，1935: 19) ，其地方基础恰在于青苗会经营习惯上是从农户

手中征集“地底钱”，同时又形成了一套对青钱的系统管理规则，如期

限、责罚、记账等( 沈兆麟，1940: 83) ; 另外，调查显示，农民使用公共资

金贷款的信用程度很高，这种信用伦理极可能缘于青苗会在管理公产

时所依赖的地方崇拜的宗教基础，如青苗会在农民纳青钱之日，值年和

首事要在会所在的寺庙祭神像，会众散后，由首事整理账目，以黄裱纸

大书算账日月、各户姓名，收支项目及全额盈亏若干，形成“明心榜”公

布于庙外。“明心”之意即向神主和会众剖白无所亏心( 沈兆麟，1940:

91) ，而榜文本身又有约束会众之功能。所以在信用调查中可见，农民

较少因为经济借口拖欠还款，而且一般在最末期限总能清偿，中途如出

现拖欠，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农户个体没有理性化的记账习惯( 李鸿钧，

1934: 40、44) ，因此，簿记训练在后来推广合作商店时成为清河农业教

育的重要内容，是其充实传统农村信用精神的手 段 ( 杨骏昌，1935:

92 － 93) 。
1934 年清河试验计划将各村设立的合作分社统一起来形成信用

和运销联合社，这种联社制也有青苗会联庄会的基础。传统的联庄会

通常是为农业祭祀活动而组织多个村庄参与，比如旱灾时祈雨、蝗灾时

“祭虫王”等( 黄迪，2009: 55) ，另外联庄会也会因紧急应对军事乱局而

在地方领袖领导下组织起来，这种团练组织范围可达几十个村庄; ①而

清河经济计划则把这种联庄制改造为联合社，其目的是凝聚全社区的

信用来吸引外部投资，集中贮藏农产品，待价销售。
需要指出的是，从合作社的组织方式上也能看出清河试验意图破

除青苗会的一些弊端，改造领袖组织和议事会。传统上青苗会是在会

首间进行轮值，但核心掌权者通常是其中的大姓( 万树庸，2005: 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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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庚子事变时，前、后八家村成立的保甲局是由本裕仓一位德高望重的花户贾子清领导、联
合了八十三村半的力量成立的武装团练( 沈兆麟，1940: 81) 。卢家村在 1924 － 1926 年直

奉战争期间也曾成立过具有自卫性质的联庄会( 蒋旨昂，1934: 176 － 177) 。



一旦主事权掌握在劣绅手中，很容易败坏一村的政治生态; 卢家村的情

况即如此: 在村内放高利贷的汉军旗阎子恒曾诬赖一名寡妇偷盗自家

田地，后逼死一个偷青款的人。试验区合作社议事会即以民众推举领

袖来主持村务。在卢家村，由与阎子恒势均力敌的另一派，在村中以温

和、开明形象示人的张玉亭、阎玉明等主社 ( 蒋旨昂，1934: 161、166 －
167)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扭转劣绅势力支配地方的局面，但这种组织

办法并非强行扶植新代理人，①而是给予民间舆论释放的管道。
应该注意，早期燕京学派的区域经济重建虽然借助了地方社会基

础，保留地方自治空间，但绝不是放任农村地方社会自行管理，换言之，

地方经济组织建设的目的是锻造一个能够自我生长的农民阶层，但这

一阶层仍然要被置于国家政治经济总体系中，国家和城市工商业阶层

也要有明确参与农村社会的身份意识，特别表现为用金融资本激活农

村经济命脉的分工。杨开道( 1934a: 46 － 48 ) 指出，实际上，商业金融

资本并非没有看到农村市场的机会，但同业间商情沟通匮乏，他们担心

苦心经营打开的局面演变为投机性竞争，因而犹疑不前; 另一方面，政

府对农村进行直接的资金救济又很容易变质为地方势力操控来骗取低

息贷款。因此，杨氏认为，良好的农业经济政策应对政府和商业金融阶

层进行安排: 国家统一金融系统，调控投资数量和结构，为商业和金融

资本进入农村市场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激励商业金融通过竞争

投资农村，任何对农村营业热心的商业银行都可享受国家准予的专

利权。
另外，在这套区域经济重建设计中，能够真正打开农村社会，将其

与外部世界———技术、资本、市场、城市、政府乃至整个世界体系勾连起

来的中间环节是“专家”领袖，以及得“专家”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地方小

知识分子，换言之，用“农业教育”代替政治干预来构成地方社会组织

化机制的核心。“大学”在这场农业教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可

以说清河试验是社会学系主导的，由燕京大学经济、生物、家政、新闻等

系全面参与的一场知识分子组织运动，它用现代知识和道德成训熏陶、
劝诫、引领着农民，而它的总体精神是要将政治和民主的精神真正建构

和守藏在地方社会里( 侯俊丹，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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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29 年国民党地方党部改组清河镇附近村庄的村政府时，为整顿和控制地方财务，曾通

过审查账目强行逮捕了一名村副，借以打压时任村长( 见 Hsu ＆ Young，1930: 111 － 112) 。



六、余 论

以上本文从早期燕京学派关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学科

传统出发，呈现了清河调查和清河试验在这一学术传统中的位置。在

余论部分，本文将适当跳出学术史叙述框架，尝试回到有关“市场”和

“乡镇”的社会史研究脉络中，简要通过社会史背景呈现和问题意识比

较，重新理解早期燕京学者对于反思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启发。
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何以认为清河调查所刻画的城市腹地农

村出现的市场形态具有现代意涵? 这关系到早期学者对中国现代社会

起点的判断是否成立。这里仅以日本学者中有关清代北京粮食商品化

和华北集镇的两份研究做一补充。正如堀地明指出的，清代在北京这

样的帝制皇城中，漕粮作为投资用的商品粮，其市场运作没有脱离贡赋

市场的性质，反映在城乡之间的粮食交易上，表现为行政支配下的有限

流通( 堀地明，2017) 。以此为参照，清河调查所揭示的乡村粮食市场

发育，恰恰呈现了清末漕粮逐步停废后北京城乡之间粮食流通和市场

规模开始加速扩张的过程。可见，早期学者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看到了

明清商业社会形态转型的契机。与此相关，伴随市场流通和规模的变

化，以集镇确立的乡村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如百濑弘所考

订的那类清代乡村“市集共同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分化加快，①乡村

势必要被纳入到它与市镇、城市之间更普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中。
如果明确这一点，将不难理解早期燕京学派与社会史研究中通过

“市场”和“乡镇”来界定中国基层社会的问题意识的差别。无论“市场

体系”还是“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 施坚雅，1998; 杜赞奇，2010) ，都仅

在既存的组织形式及社会关系上来界定晚近中国基层社会，但不同的

是，早期燕京学者则在“社会生成”意义上来考察市场和乡镇的关系，

这一理解视角使得他们既看到了“市场体系”蕴含的能够与现代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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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百濑弘基于光绪初年《青县村图》讨论了市集与村落经济交往范围之间的关系。他指

出，清代乡村“市集共同体”以使用同一种度量衡的市集为中心来界定边界。不同集市

圈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弱，甚至并不通过经济联系来扩展规模，比如青县的某一乡集达到

城集的水平是由于县级行政辖区的变更。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极少数不同层级的市

集共同体之间发生交换关系的例外情况，但也只出现在乡集及其下级的小市之间。与之

相比，清河市场结构显然是清末民初不同层级的市集共同体( 尤其表现在乡集与城市市

场) 扩大经济联系的结果。



社会接榫的可能性，又对它在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中容易发生变质保

有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讲，“乡镇共同体”的创造是在政治经济学层面

上对帝制政治治理逻辑的反思，它没有完全否定传统乡镇社会中那些

文化网络和非正式关系，而是指出在其之上需要建设能与之调和的新

型社会组织和国家角色，才有可能超越保护型经纪的地方狭隘性，并解

决国家营利型经纪治理的危机。
当然，无可否认，这一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行政设计并没有

脱离要将传统乡土社会带入到现代工业城市( 以乡村工业为基础) 的

前提，它的现代道德基准势必与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和观念发生龃龉

( 阎明，2010: 96 － 97 ) ，而正是这一问题激发着燕京学派后来学者的

检讨。
1937 年燕大南迁后，留在北平的赵承信继续推进了清河调查的方

法论探索和实践，他指导的 1938 － 1941 年间的平郊调查，可视为燕京

学派在社 区 研 究 框 架 中 对 北 方 市 镇 社 会 的 进 一 步 追 问。赵 承 信

( 1948) 指出，对农村社会现代变迁的把握不能只作现代社会道德的形

式理解，而必须捕捉经济形式背后由观念、伦理关系、风习等构成的民

情要素。换言之，平郊调查进一步推动了燕京学派对中国现代性变迁

内在理路的把握。此外，有关“市场”和“乡镇”的区域研究也逐渐超出

了乡土社会的范畴，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中，演

变为通过描述区域内核心社会支配关系类型来把握中国文明变迁的轨

迹( 费孝通，2009) 。可见，尽管清河调查距今已九十载春秋，但它作为

活的传统，一直生长在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血脉里。它所开辟的以时空

维度把握中国社会变迁进程的研究格局，不应仅被当作上个世纪中国

知识分子直面新旧世界的学术志业，更应被视为理论的自觉而活在

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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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s an exponential effect on individual health．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n how our results may shed light on the public policies in health promo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rket，Rurban and Regio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Early “Yenching
School”about Modern China—Reflection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ocial
Experiment in Ching Ho ( 1928 － 1937) Hou Jundan 193……………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g Ho investigation in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Yenching School，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early scholars' judg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odern society i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he
sig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in traditional city hinterland，the rural developing 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s the core of the market town． In the face of new social
conditions，the natural adjustment mechanism within the township was in cris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sufficient natural adjustment capacity，social experiment of Ching Ho
intended to revitalize the rural economy by intervening regulation and rebuilding a new
local spirit． Early theory about“market”and“rurban community”also constitut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tudy on the community and opened up a number of research
contexts，which have constructed the overall pictur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a．

Society Reflected or Society Articulated? Two Approaches to the Party-
Society Relationship in Overseas Sociological Literature

Zhang Yueran 216………………………………………………………

Abstract: One of the focal ques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parti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is how to conceptualize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groups． In addressing this question，the sociology of parti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has drawn much of its intellectual resource from the Marxist tradition and
proposed two distinct perspective．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perspective asserts that social
groups and cleavages are causally prior to political parties which form to express and
reflect the existing social groups and cleavages． This perspective has long been dominant
in the sociology of parti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The recently proposed neo-Marxist
perspective，instead，argues that political parties can be causally prior to social groups
and cleavages，which are produced and molded by political actions of parties． This
perspective opens up new possibilities of inquiry for the sociology of parties． Each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starts from one of the two poles embedded in the analysi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ucture and superstructure as put forward by Marx and Engels． In
the future，the sociology of parties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would do well to synthesize
the two approaches and firmly ground itself in Marx and Engels' dialectics of to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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